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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年人受骗问题已俨然成为当今国内外严重的公共社会问题，大量资金损失、精神消耗给老年人生理、

心理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本文基于受骗易感性概念和特征、以及主观性报告与客观性测量来进行

解释说明，并梳理整合影响受骗易感性的不同因素，在健康养老视角下提出干预方式。未来的研究也可

以进行多学科交叉测量，深入探讨老年人受骗易感性发生机制，将老年人群更加细化，以降低受骗易感

性，提高晚年生活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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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elderly people’s susceptibility to fraud has become a serious public social problem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the large amount of financial loss and mental consumption has brought 
about serious destructive effects on the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of the elderly. This paper ex-
plain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sceptibility to deception, as well as subjective reports 
and objective measures, and proposes intervent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y aging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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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different factors affecting susceptibility to deception. Future research can also conduct 
multidisciplinary cross-measurement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susceptibility to deception in 
the elderly, and to refine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order to reduce susceptibility to deception and 
improve well-being in old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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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老龄化社会中，欺诈可能是老年群体经历的最频繁且主要的犯罪形式(Ross et al., 2014)。徐烨等人

(2016)研究显示，保健品购买、电信诈骗、投资式养老、白银投资等一系列受骗案件已成为老年人遭遇的

主要受骗类型。在美国，最近一项 Meta 分析显示，遭遇金融诈骗的老年受害人群年度财务损失保守估计

高达 29 亿美元，且财务欺诈的总体流行率达到 5.6% (Burnes et al., 2017)。最终，无法挽回的财产损失给

老年受害者经济、生理和心理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导致老年人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压力，

以及愤怒、羞愧、悔恨、失去信任等严重心理创伤(Button et al., 2012)。以往关于老年人受骗问题主要集

中在诈骗类型等一系列外在因素的研究，本文将从受骗易感性内在机制出发，从概念的解释、测量的演

变进行阐述，并就当前中国健康养老视角下提出展望。 

2. 受骗易感性概念 

2.1. 受骗易感性的起源 

在受骗易感性这一概念提出来之前，我们常常用受骗倾向来预测个体被欺诈的风险。受骗倾向

(Tendency to be deceived)作为个体上当受骗风险的预测影响因素之一，是指当存在一些他人认为明显不可

信的线索时，个体仍然选择相信他人的程度(Rotter, 1980)。但对于受骗倾向的测量，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

公认的有效评估工具。大多采用自编问卷，题目涉及受骗情境(例如：网络诈骗、电信诈骗、投资理财等)、
个体受骗心理倾向(例如：盲从、贪图利益、过度信任等)。问卷项目如：“在投资理财产品购买中专家给

出的建议，您采纳的可能性有多大”。采用 4 点计分法，1 表示“完全不可能”，4 表示“非常可能”，

得分越高则表示上当受骗可能性越大，即受骗风险越高(张林等，2021)。 

2.2. 受骗易感性的提出 

随着研究的进展，对于上当受骗的原因开始从“易感性”的角度更进一步地关注内在机制。Skidmore
等人(2020)在犯罪学领域中定义，一个人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被称为“易感性(susceptibility)”，是自我保

护能力的主要因素。Algarni (2016)在信息工程学科中将“易感性”定义为个体被针对其利益的技术攻击

所伤害的风险。在心理学领域中也对欺诈行为的受害情况进行了探讨，研究人员将个体在发生欺诈时对

损失的脆弱程度称为受骗易感性。受骗易感性(Susceptibility to deception)可以反映个体因现阶段的能力不

足导致在未来真实骗局中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大小。诈骗犯罪的广泛存在且诈骗类型的复杂多样导致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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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存在一定的易感性，但在面对不同的诈骗类型、欺诈个体中，受骗易感性是存在差异的(Carstensen et 
al., 1999)。轻信、从众和信息提取的偏差都可能是受骗易感性的潜在来源(Forgas, 2019)。 

目前关于个体上当受骗的研究多为社会案例分析，针对个体上当受骗风险预测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

实证研究较少，尚难以揭示为什么容易上当受骗的心理机制问题(杨航等，2019)。因此，选用受骗易感性

来确定保护因素或评估受骗可能性大小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方法。 

2.3. 老年人受骗易感性特征 

张林等人(2021)提出，我国现阶段老年群体普遍缺乏识别诈骗的常识，防骗意识与防骗能力也不容乐

观。在一项“如何防治老年人受骗”的调查中，受骗家庭年轻人仅占 5.7%，其次是中年人为 13.3%，最

后老年人的受骗率高达 81% (彭玉伟，2013)。老年人由于认知衰退以及身体机能的下降，对刺激的反应

时间延长，学习能力、理解力减弱，还有各种感觉器官功能衰退(例如：视力、听力的减退)，都将导致其

更容易上当受骗(刘碧英，2005)。郭秀艳等人(2007)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无意识行为

也随之增加，从而导致犯错率更高、更容易受错误信息误导。当身陷诈骗中，外部环境也给老年人的决

策能力带来了显著影响(Moschis et al., 2011)。 
Alves & Wilson (2008)研究发现，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与人口学变量(例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

息息相关。根据年龄分层理论，等级的划分规定了某一年龄群体所拥有的生活机会、权利等，低龄老

人的社会参与度相对高于高龄老人。接触的外部环境较为复杂，受骗率也更高(刘仁刚，龚耀先，2000)。
FTC 报告也显示，60~69 岁之间的老年人受骗比例高与其他老龄组，且男性老年被骗概率低于女性老

年(Anderson, 2007)。徐烨等人(2016)针对教育程度这一变量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他们

所接受的知识面较广，同时具有较好的辨别能力，遇事能够沉着冷静处理，进而受骗的可能性相对较

低。 

3. 老年人受骗易感性测量 

为了探究老年人受骗易感性和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更深刻地理解老年受骗群体的影响因素和心理

机制，因此研究者们需要对受骗易感性进行更加精准、有效的测量。目前为此，针对老年人诈骗易感性

的测量方式主要分为：主观性测量与客观性测量。 

3.1. 主观性测量 

对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的主观性测量，通常采用自我报告法。研究人员让参与者说明他们曾经是否

遭遇过受骗经历。再通过个案调查法，可获得诈骗类型、过程、以及受害者自身情况(Lichtenberg et al., 
2016)。由于老年人可能存在认知衰弱以及信息提取偏差，在进行自我报告中未曾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或

产生错误记忆(高原，2021)。高自尊老年人在汇报中也会主观性偏向自己具有很强的防骗意识，但可能在

实际生活中并非如此，由此来隐瞒经历(Beals et al., 2015)。因此主观性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信效度问题，

单一的主观性报告并不能说明老年人的受骗易感性高低。 

3.2. 客观性测量 

3.2.1. 受骗情景模拟测试 
当今社会，老年人遭遇的诈骗类型通常是医疗保健购买、电信银行诈骗、投资理财诈骗、白银投资

等(张林等，2021)。研究者们可模拟诈骗环境，让被试(老年群体)对这一些系列材料进行合法性判断。并

在每一种诈骗环境中加入一定的合法材料进行信息提取混淆，由此来曾经难度，观察在这样的实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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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一系列反应(Canfield et al., 2016)。 
该实验的优点是：可以针对某一诈骗类型提取更多信息，并能有效控制环境变量。但同时也存在缺

点，由于被试身处特定环境，动机、期待、注意力程度等都受到影响，所测量出来的受骗易感性相对于

实际较低(Jones & Towse, 2018)。为了得到更高的测量效果，研究者们采取了受骗易感性量表。 

3.2.2. 受骗易感性问卷 
现如今，对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测量广泛使用的工具是邵景进、杜卫平等人编制的受骗易感性问卷。

该问卷侧重于从行为上反映个体易上当的表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对误导性商业行为缺乏警惕(如：我

更相信那些专家推荐的产品)、缺乏市场知识(如：我很少仔细阅读产品的说明书/合同条款)，对营销实践

的开放性(如：我期望有人能多陪我聊天，即使他是个陌生人或推销员)以及易受操纵(如：我经常购买可

疑的投资理财产品)。问卷共 17 题，采用 5 点计分，1 表示“非常不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得分

越高表明受骗易感性程度越高(Shao et al., 2019)。在大量研究者研究中，该问卷的信效度也得到了很好的

检验，Cronbach’s α系数达到了 0.83 (杨航等，2019)。 
综上所述，对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测量主要有上述三种方法。每种测量方式都有其优缺点，研究者

们不论对那种测量方式的选择都需加严谨、用心权衡。 

4. 老年人受骗易感性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影响老年人上当受骗的因素，不同学科对其受骗过程进行了探讨。端文慧和赵媛(2016)从老年信

息意识强弱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信息鉴别能力较强的老年人，能自主识别信息的真假，避免受骗；鉴

别能力较弱的老年人，有意识求证信息真伪，并通过信息获取渠道辅助进行辨别信息，避免上当。当无

信息意识的老人接触虚假信息时，他们对这些信息的表现是盲目接受、信任，进而上当受骗(Skidmore et al., 
2020)。李媛媛和单承芸(2020)也从金融领域对老年人受骗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低龄、居住在城镇、

金融资产及其他实物资产较多、有负债、有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相对于其他老年人上当受骗可能性更大。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对于受骗易感性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且多个领域都有涉及，本文将从老年心理学

角度出发，对受骗易感性影响因素进行补充说明。 

4.1. 老年情绪性记忆 

已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记忆、注意等认知功能方面存在明显的退化(唐细容等，

2013)。但情绪老化进程却有所不同，老年人更倾向于加工积极情绪信息，回避消极情绪信息(李鹤等，

2009)。Carstensen & Mikels (2005)也在情绪记忆的研究中表明，老年人的总体记忆能力是呈下降趋势，但

同时也存在积极情绪图片记忆的偏向。敖玲敏等人(2011)在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中提出，老年人更容易对他

人采取积极、正面的评价，更愿意信任他人。而如今社会，大多数骗局摸清了老年人的心理状况，打着

亲情牌，与老年人建立亲密、信任的情感纽带，让老年人更愿意相信他们(何铨，沈津如，2020)。尤其是

缺乏社会支持的老年人，孤独感较强、情感较为脆弱，由此产生了一种认知偏差，大大提升了老年受骗

易感性(徐烨等，2016)。 

4.2. 大五人格特质 

人格描述了个体的动机、心理状态与个体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可以预测个人行为的特质(Corr 
& Matthews, 2009)。大五人格模型(Big Five Personality Model)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一向被认为是带有一

定倾向性、稳定性的心理特征总和。该模型由外倾性、宜人性、开放性、尽责性和神经质五大特质构成

(Costa & Mccra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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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倾性(extraversion)它体现为人际交往享受程度，以及从中获得的舒适感与愉悦感的能力。外倾者表

现为乐于助人、自信、善于交际等，与内倾者则相反(陈艾琳，2018)。若老年人属于外倾性人格，善于与

他人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他们更容易接触到骗子，但一定的交际能力也可能帮他们识别出对方是

否是诈骗人员(Mayfield et al., 2008)。所以，外倾性人格老年人受骗易感性是不是相对于内倾性老年人高，

这一问题后续还需进一步研究(高原，2021)。 
宜人性(agreeableness)主要描述个体对周围人或事物的态度，体现了合作与社会和谐的个体差异。表

现为善良、利他、体贴等，宜人性得分较高的个体通常更愿意信任他人(Graziano & Eisenberg, 1997)。研

究表明高宜人者在与诈骗者相处时更容易选择配合。因此，高宜人性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也更高，更容易

上当受骗(Ashton & Lee, 2009)。 
开放性(openness)指的是个体对新事物接纳与体验的开放程度，反映了个体的好奇心、创新力以及多

样性的偏好程度(Button et al., 2012)。研究结果显示，高开放个体更容易突破传统，寻求新鲜、刺激，更

有可能参与危险行为(Ambridge, 2014)。在金融领域，开发性也在一定程度提高了金融风险，个体更愿意

从事具有风险的投资和交易，也更易身陷骗局(Mayfield et al., 2008)。本文认为在老年人群中，开放性人

格同时受骗易感性也更高。 
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是指个体的警惕性与谨慎程度。高尽责性人群思考问题更加严谨，体现为

自律、自制力较高，决策也更加谨慎(Algarni, 2016)。而低尽责性人群表现为懒散、不可信，做事缺乏规

划性、低成就驱动，更可能参与犯罪行为(Ashton & Lee, 2009)。Corr & Matthews (2009)研究表明，高尽

责性人群信息检索识别能力更高。综上所述，尽责性高的老年人能更好地识别诈骗，受骗易感性也相对

较低。 
神经质(neuroticism)指个体情绪化的倾向，神经质得分较高个体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压力。

得分低的个体更倾向于冷静、平和(陈艾琳，2018)。高原(2021)提出，高神经质人群在压力情境下更容易

做出冲动决策。具有神经质人格的老年人，他们的受骗易感性也在相对的环境中增加。 
目前，国内外针对大五人格与老年人受骗研究结果尚少，要探讨出大五人格的综合性与老年人受骗

易感性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还需更进一步研究说明。 

4.3. 老年人从众心理 

从众(Crowd-sourced)是指个体改变或维持本身的行为，以便同群体保持一致的标准(Nijstad & Knip-
penberg, 2008)。在消费心理学视角下，从众是指个体在其他消费者的评价、行为、购买意愿等信息影响

下，改变了自己对产品的购买意向与行为，做出与多数消费者一致的消费行为或倾向(Carstensen et al., 
1999)。对于老年人来讲，脱离社会工作岗位时间过长，与主流社会脱节，信息筛查不够全面(徐烨等，2016)。
例如在“保健品讲座”中，老年人贪图利益、易信“权威”。当讲解人员亏大保健品功效、旁人大量想

要购买时，老年人就会受到较大的影响。由此增加其购买动机，降低了独立理性分析的能力，对保健用

品盲目相信。这时消费从众心理明显影响了消费决策，自己也去大量盲目购买(张真真，班晓娜，2018)。
在这个过程中，老年人的从众心理使受骗易感性大大增加，所以有着较高水平从众心理的老年人也更容

易上当受骗。 

5. 老年人受骗易感性的干预 

为了降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提高防骗意识，注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如何进行有效的

干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生理、心理与社会环境提出相应的干预机制，已达到国家真正的“健

康养老”标准(陈坤，李士雪，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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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内在动力的建设性 

在国家 2017 年公布的“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重点任务分工中提到：需加强老年健康教育，做好

老年疾病预防工作，由此来开展老年人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郑秀丽(2010)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在长时

间接受心理卫生宣传、思想健康教育后，思维、记忆、学习等能力都有显著增长。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

新事物的不断产生，老年人只有更多的接触社会，多积极主动学习、了解，做到不与社会脱节(吕升义，

2013)。提高自身明辨是非的能力，才能更好的降低受骗易感性。这也符合“健康养老”政策，一方面要

防范“健康丧失”，另一方面也要增进“健康储量”，是健康养老的准备阶段和积累阶段、是隐性老龄

化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柳海霞，2017；穆光宗，2014)。 

5.2. 亲子支持的必要性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家庭——作为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是提高个体生活

满意度、促进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从而也是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江波，刘景芝，2016)。而亲子支持作

为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同样具有保护性作用(陈传锋等，2006)。
Skidmore et al. (2020)研究结果表明，当子女提供给老年父母更多的情感支持时，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更高。

同时研究还发现，子女的孝顺行为满足了老年父母的社会情感需要，对于提高老年人的积极情绪有着重

要作用。江波和刘景芝(2016)提出，在家庭中，核心成员(如成年子女)向老年人提供日常看护、照理，对

于老年人身心健康是十分有益的。申继亮和唐丹(2004)表明，提高亲子支持可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增强

主观幸福感。因此，子女应当多跟父母沟通交流，了解父母的身体状况以及生活规律，满足父母的安全

需要，减少他们上当受骗的可能性(徐烨等，2016)。 

5.3. 配偶支持的重要性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需要有一个依恋的对象。伍海霞(2018)针对老年依恋研究提出，当个体需要的

时候，能够在身体上或情感上保持接近，作为支持自我、认可自我的安全基地，而老年人主要的依恋对

象为成年子女和配偶。林湘华(2007)研究结果表明，相比那些有配偶的老年人，无配偶的老年人无论从居

住环境，还是生活质量上，都处于相对劣势。而且往往有着较差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更容易体验到

负性的情绪和孤独。健康养老研究数据显示，来自配偶情感方面的支持(比如互相倾听、尊重、理解以及

缓解对方的苦恼和压力等)能更好地助力伴侣对不同急慢性病症的应对，从而加快其康复的进程(苏永刚

等，2013；Michaud & van Soest, 2008)。其次，在老年夫妻沟通特点中，“积极建设”因子包括表达、协

商、关注等积极沟通行为(吴婷等，2016)。面对如今诈骗行为的复杂性与狡猾性，如果能与老伴进行正确、

有效的沟通，也能减少另一方的受骗易感性。 

5.4. 社会支持的全面性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个体通过社会互动以获得缓解精神紧张状态、减轻心理应激反应、提高社

会适应能力的支持与帮助(Oon-Arom et al., 2020)。研究发现，增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有助于提升其心

理健康水平、缓解抑郁情绪(Courtin & Knapp, 2017)。全方位、多领域的社会支持可以减少老年人的受骗

易感性(Klaver et al., 1998)。因此，社区应该多开展关于老年人集体活动，例如：象棋、书法、戏曲等，

增加老年人的积极参与性，让老年人体会到个人价值的存在感(张真真，班晓娜，2018))。社会公益组织

也要配合公安机关开展相应的防诈骗讲座，讲解相关法律知识(陈坤，李士雪，2017)。响应“健康老龄化”

号召，切实加强老年健康服务人员队伍建设，尽快培养一批有爱心、懂技术、会管理的老年人健康服务

工作者。媒体也应该及时的报道关于老年群体被骗事件，让老年人通过更多渠道掌握防骗知识(何铨，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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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如，2020)。对于不法分子、不道德的销售行为，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市场监管，做到有效性与及时

性，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王金水，2017)。严格按照“十三五”健康老龄规划，相关部门建立健全监测

检查评估机制，定期监督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的实施情况。建立中期和末期评价制度，组织开展规划实

施进度和实施效果的全面检查评估(柳海霞，2017)。 

6. 总结与展望 

来自社会学、心理学、金融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们在受骗群体中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且从受骗

易感性概念、机制、测量和干预方面取得了研究成果。但老年人受骗易感性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受到年

龄、衰弱情况和社会情感支持等因素影响。所以目前该领域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它们也是

未来研究可以关注的方向。 

6.1. 多个学科交叉测量 

目前对于受骗易感性的测量最常用且直接的工具即邵景进、杜卫平等人编制的受骗易感性量表，尽

管目前研究者已经开发出了多个专门用于评估受骗可能性的多维度量表，并且来自调研上的反馈也已验

证了信效度。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接续发展，诈骗类型涉及领域广泛、诈骗方法也愈发具有复杂性，受

骗易感性的不同定义及测量也会导致不同的实证结果(彭玉伟，2013)。所以在后续的评估中还可以进行多

学科的交叉测量。例如生理、心理的衰弱同时也在增强老年人抑郁、焦虑、老化恐惧的风险(李彦章等，

2019)。已有研究表明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在财务中的决策，而决策受损和认知衰弱都可能

导致老年人上当受骗(张荣等，2021)。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财务决策评定量表与受骗易感性相结合，将老

年人生理、心理评估指数穿插其中，加入 Tilburg 衰弱测量。从而更全面地进行老年人受骗易感性测量。 

6.2. 受骗易感机制研究 

杨航等人(2019)从老化恐惧、安全感、掌控感等变量中考察了对受骗易感性的影响机制，从而更精细、

直接的进行受骗干预。结果显示：改善老化恐惧，可以增强情绪的稳定性，能降低与诈骗有关的消极策

略。进一步研究发现，老化恐惧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安全感越低，会导致其受骗易感性提高。且掌控感

减弱也是导致老年人受骗易感性水平升高的关键因素，当掌控感缺乏时，老年人心理也就越脆弱，越容

易上当受骗(Langenderfer & Shimp, 2001)。进而我们可以从多个心理变量着手(例如：孤独感、老年焦虑、

人际信任等)，考察变量间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老年人受骗易感性机制进行多方位研究。 
经一项 ERP 实验研究证明，老年人在风险决策任务中诱发的 N2 成分的波幅显著小于年轻人，反映

出了老年人认知控制能力的减弱；P2 成分的波幅显著大于年轻人，结合之前研究显示，在收益框架下老

年人比年轻人更加保守，在损失框架下老年人更加倾向于冒险；P3 成分波幅与年轻人没有差别，但是老

年人的 P3 成分的潜伏期比年轻人更长，说明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下降对风险决策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需

要消耗比年轻人更多认知资源来对决策项目进行加工(王卓月，2020；Di Rosa et al., 2017)。因此，后续研

究也可以从实验角度出发，通过脑成像技术对老年人神经机制进行实验研究，观察分析高受骗易感性老

年人与低受骗易感性老年人之间是否具有差异。但对于神经机制的研究，尽管是在实验室的条件下，由

于被试是老年人，进行起来也可能困难重重(老年人可能由于行动不便、反应缓慢等生理、心理因素，达

不到可预测的和可复制的情绪状态；并且老年人特定的心理特质与人格，如宗教背景、文化程度、社会

关系和以及生理性造成的脑部损伤也会影响实验结果)。就目前而言，对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机制的研究

仍然十分缺乏，并且已有研究结果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总体来看，针对该方向的研究是值得我们后续

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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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研究群体更加细化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近 40 年，产生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逐步进入

老年，在今后 30 年间高龄独生子女父母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伍海霞，2018)。钟晓慧，何式凝(2014)研究

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家庭的居住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父母养老情况，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巢老

人。并且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老年期个体需要获得较多的亲密关系，亲人、朋友的支持可以减少老

年人的社会孤独和情感孤独，由此也能减弱老年期的受骗易感性(张荣等，2021；Wang et al., 2015)。在

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将老年群体更加细化，例如：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空巢老人、离异老人、高龄

女性老年等。虽然当前针对老年人受骗易感性研究还很少，但这些研究都是良好的开端。且不同的老年

群体他们在经历不同性质的诈骗事件后，可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受骗易感性。所以未来如果能将受骗易

感性的研究对象更加细化，这将有助于老年人更好地减弱受骗易感性，提高晚年幸福指数。同时也能拓

展受骗易感性概念的深度和广度。从大局上看也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国家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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